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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中国工业污染现状，采用2008年—2016年工业35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根据污染程度，将35个行业划分为污染密集型和清洁生产型，分别研究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行业和清洁生产型行业绩效的影响。同时，结合创新管理，探究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在环境规制强度与行业绩效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和清洁生产型的行业绩效均产生抑制作用；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中，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其中产品创新的中介作用大于工艺创新的；而在清洁生产型行业中，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则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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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and industry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two types of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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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China, the panel data was collected in 35 sub-sectors of industry from 2008 to 2016. The panel data model wa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pollution, the paper divides 35 industries into pollution-intensive and clean-production types. Study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on performance in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production-cleaning industries. Furthermore, combined with innovation management, this paper study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oduct innovation and process innova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depressing effect on both pollution-intensive and clean-production industry performance. In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product innovation and process innovation play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role, in whic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roduct innovation is greater than process innovation. In the clean-production industry, product innovation and process innovation play a full intermediary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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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社会各界开始关注环保问题。60年代末，新经济古典学说提出环境保护会抑制一国的经济发展。而1991年，美国教授Porter[1]在分析美国、德国、日本经济走势时发现，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中，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会随着创新能力的提升而提升，故基于动态视角，向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提出挑战，提出了著名的“波特假说”。1995年，Porter & Linden[2]将该假设进一步完善，详细介绍环境保护如何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而提升绩效的过程，并提出政府在环保和经济“双赢”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我国，环境保护变得迫切而重要，2011年美国大使馆持续播报北京PM2.5的举动，受到国内各界的关注，当年年底，政府层面首次对我国雾霾现象进行报道；2012年2月29日温家宝总理同意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着重部署了对大气防护的要求。此外，严峻的环境形势也加快了环境立法的进程，从2015年“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的实施和推动，到2017年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的建立与试行，都表明了我国持续增长的环保监管力度和政府整治环境问题的决心。但需要深入思考的是：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否提升创新能力，能否在取得环保效益的同时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步发展。Porter[1]、Porter & Linden[2]认为企业因未充分利用资源而导致的低产能，往往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如果政府通过制定合理的制约法规诱发企业创新，那么企业可以通过创新提高资源利用率，打开绿色产品生产途径，抵消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而对于“波特假说”的真伪，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导致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或经济效益的影响不同。那么在我国工业领域，严格的环境规制是否促进了行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否能够提高行业绩效？而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强度与行业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什么作用？行业污染程度的异质性又是否会导致三者关系的不同？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基于行业污染程度的异质性，将我国工业划分为污染密集型行业和清洁生产型行业，在验证环境规制强度对行业绩效影响的基础上，结合创新管理，将技术创新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研究两类创新在影响环境规制强度与行业绩效关系中所发挥中介效应的差异性。本文旨在从创新管理的视角，结合中国管理情境，进一步研究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与行业绩效的关系，丰富现有对“波特假说”的研究，为我国政府环保政策的制定、工业行业在面临环境规制时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提升行业绩效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 文献回顾与理论模型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能否达到“双赢”，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传统学派认为环境规制虽能够提高民众生活环境质量，但同样也会增加企业成本，对企业发展、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力具有抑制作用[3-4]。基于传统学派的观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提出质疑。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波特假说”，该假说认为环保与经济可形成“双赢”的局面，并认为在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生产和竞争力的过程中，技术创新发挥着中介作用[1-2]。

“波特假说”一经提出，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基于不同行业、假设前提、研究方法对“波特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主要分为三种情况：（1）支持“波特假说”，认为严格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如Debnath[5]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分析，研究环境规制对日本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企业在面临政府施加的环境规制时，通常会选择改进生产流程或设计新的产品来应对，而在这过程中会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因此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Hojnik & Ruzzier[6]以资源基础理论和制度理论为基础，发现环境规制和市场压力是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行绿色生态创新的主要驱动力。李广培等[7]基于企业微观视角，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发现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均能显著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2）反对“波特假说”，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抑制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如Yuan & Xiang [8]通过扩展引力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时，发现环境规制不仅对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还对专利申请量产生抑制作用。Bitat[9]为分析环境规制与生态创新的关系，基于德国企业围观层面数据，发现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入。（3）影响不确定，即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和区域、行业的异质性。如Doonan等[10]研究发现加拿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短期内环境规制抑制产业生产率，而从长期来看则具有促进作用。雷玉桃和柳明璐[11]利用空间误差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竞争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能够长期且稳定的促进东部和中部的工业竞争能力，而在西部则产生了抑制作用。
“波特假说”认为在环境规制激励企业绩效发展的过程中，创新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政府制定的环境规制能够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在这一过程中，当创新收益大于创新投入时，便产生了创新补偿效应，从而能提高企业绩效[12]。Porter & Linden[2]还提出，当面对政府实施的环保手段时，企业通常会选择两种创新途径实现绿色环保，一种是产品改良，通过设计新产品或对现有产品进行优化，以生产排污量小、性能高的产品；另一种是技术改良，通过优化末端治理技术减少末端污染排量，或优化整个工艺流程提高资源利用率。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技术创新展开研究，可以发现波特所提出的两种创新途径，正是技术创新中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13-14]。两种创新方式就会带来两种创新补偿，产品创新补偿通过更高额的利润实现创新补偿，即通过生产更清洁、更高效的产品，满足市场及消费者的绿色需求，销售更多的产品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工艺创新补偿通过降低排污成本和资源成本进行创新补偿，即一方面通过末端治理技术减少污染排放量，提高污染达标率，以减少排污成本，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流程技术的创新，提高清洁程度，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生产成本。

综上所述，有关“波特假说”的研究，主要关注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或生产效率的单一影响，但“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的提升而实现经济效益的进步。而目前，鲜有学者针对“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刺激企业创新来提高企业绩效”这一观点进行验证。因此，本文在构建环境规制强度对行业绩效影响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两个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与行业绩效的关系。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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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本文理论模型

2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2.1 数据及模型设定

本文选用2008年—2016年我国工业35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由于其他采矿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部分数据存在缺失，因此将其3个细分行业剔除。且自2013年起将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划分为橡胶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将交通运输制造业划分为汽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为统一口径，本文将2013年—2016年橡胶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汽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数据分别进行加和。因此，最终保留了35个细分行业。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考虑到环境规制对两类创新及行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本文将环境规制强度滞后一期处理[15]。同时，由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工业的统计口径发生变化，环境规制强度的相关数据只披露到2015年，因此考虑到数据口径的一致性及可得性，本文将研究数据的范围确定在2008年—2016年。本文以行业绩效为被解释变量，以环境规制强度为核心解释变量，以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为中介变量，引入行业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和产权特性三个控制变量[16-19]，验证环境规制强度对行业绩效的直接影响，并探究两类创新在环境规制强度与行业绩效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为消除各变量间量纲的差异，本文对数据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首先为验证环境规制强度对行业绩效的直接影响，建立面板数据模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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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分别构建以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检验模型，探究两类创新的中介效应。以产品创新为中介变量的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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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艺创新为中介变量的模型如下（模型（2）同上，不再进行重新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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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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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绩效，为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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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环境规制强度，为核心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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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产品创新能力和工艺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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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行业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和产权特性，为控制变量。

2.2 变量说明
（1）环境规制强度（ERI）

在以往的文献中，学者们通常利用污染排放治理投入和污染治理效果来反映环境规制强度，其中污染排放治理投入主要由污染治理投资总额[20]、污染治理运行费用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21]进行测量；污染治理效果主要由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GDP/Energy、各污染物综合利用率进行测量。本文参照傅京燕和李丽莎[22]、秦楠等[23]的方法，建立环境规制强度的综合指数计算公式，选取工业各细分行业的废气治理费用和SO2排放量的比值、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和烟/粉尘排放量的比值、废水治理设施运行费用和废水排放量的比值、固体废气物综合利用率四个指标进行衡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首先，为消除指标间极端值的影响，对各评价指标进行线性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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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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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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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污染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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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原始值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其次，利用“三废”的排放比重计算评价指标的平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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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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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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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每年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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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污染物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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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各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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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平均权重。
最后，计算各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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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各行业在某年的环境规制强度，将各年份的环境规制强度汇总后便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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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绩效（IP）

有关绩效的评价指标，已有大量的文献支撑，学者们通常采用利润率和生产率两个角度进行评价。利润率即利润总额在总资产的占比[24-25]；生产率则由全要素生产率表示[26]。本文选用利润率衡量绩效的大小。

（3）两类创新

本文参照Hu等[14]的观点将技术创新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两个维度，其中，产品创新（PTI）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表示；工艺创新（PSI）则根据毕克新等[27]的观点采用R&D经费内部支出与技术改造费用支出加和表示。

（4）控制变量

考虑到不同行业规模会带来行业创新战略的差异性，不同外资水平、产权特性也会带来不同的吸收能力和政策支持，因此本文引入行业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和产权特性三个控制变量。其中，行业规模（ISC）采用行业总资产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实际利用外商资本金来衡量；产权特性（PRC）采用国有资产比重来衡量。
3 实证分析
3.1 污染强度计算及行业分类
考虑到各行业之间的异质性，本文根据各行业的污染程度将35个细分行业划分为污染密集型行业和清洁生产型行业。通过对行业的细分，更加细致的研究环境规制对不同污染程度行业绩效的影响。

本文借鉴李玲和陶锋[28]的方法，对固体废物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废水排放量三类主要污染排放指标进行线性标准化和等权加和求平均的方法计算各细分行业污染程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根据计算出的污染排放强度系数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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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35个细分行业进行分类，其中
[image: image44.wmf]i

g

≥0.0228的行业划分为污染密集型行业；反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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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8则为清洁生产型行业。最终将21个行业划分至污染密集型，将14个行业划分至清洁生产型，具体划分结果见下表1。其中要说明的是：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是污染密集型行业中污染排放强度系数最低的，系数为0.0228，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是清洁生产型行业中污染排放系数最高的，系数为0.0179，与临近系数相比二者系数相差较大，且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确定的11个重污染行业及12个重点行业中，11个重污染行业、10个重点行业均被划分至本文的污染密集型行业中，说明该划分结果是可信的。
表1 行业污染强度划分结果
	污染排放强度系数
	行业类型
	行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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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8
	污染密集型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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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8
	清洁生产型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烟草制品业，仪器仪表制造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家具制造业


根据划分结果及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计算结果，本文对两类行业2008年—2016年环境规制强度进行了描绘，如图2所示。其中横坐标为年份，纵坐标为环境规制强度，左侧为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刻度，右侧为清洁生产型行业的刻度。从图2不难看出：①由于污染程度的异质性，导致两类行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存在的较大差异，其中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明显大于清洁生产型的；②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变化更加明显。2008年—2016年期间内，两类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虽大致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但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在[0.870,1.245]区间内浮动，而清洁生产型仅在[0.085,0.186]区间内浮动，说明我国政府近几年在持续加强环境治理的力度，其中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整治力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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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两类行业的平均环境规制强度
3.2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为验证环境规制、两类创新及行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针对污染密集型行业和清洁生产型行业，分别进行如下两方面的检验：即环境规制强度对行业绩效影响的检验、两类创新中介效应的检验。本文根据温忠麟等人[29]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过程，以产品创新中介为例，具体检验步骤如下：首先通过模型（1）验证环境规制强度对行业绩效的直接影响；再通过模型（2）验证加入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行业绩效影响的变化，并检验环境规制强度系数是否显著，若显著则可对模型（3）进行检验，反之则停止检验，说明中介作用不存在；接着通过模型（3）检验环境规制强度对两类创新的影响，验证环境规制强度的系数是否显著；最后通过模型（4）确定中介效应是否存在，若模型（3）中环境规制强度系数显著且模型（4）中两类创新系数也显著，则说明存在中介效应，若二者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要进行Sobel检验，若结果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说明中介效应存在，反之则说明中介效应不存在。在中介效应存在的基础上再观察模型（4）中环境规制强度系数是否显著，若显著则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不显著则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为提高数据的平稳性，本文对所有数据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同时，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通过Eviews8.0分析软件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分别验证各指标均不存在单位根，说明数据是平稳的，并对每一个方程中的变量组合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均拒绝原假设，说明存在协整关系。接下来又通过统计检验确定模型，经检验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3.1 污染密集型行业检验结果分析
①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绩效的直接影响

为检验环境规制对行业绩效的长期影响，本文在检验环境规制强度对行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时，分别将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滞后一期、二期、三期处理。从表2中模型（1）、模型（2）环境规制强度的系数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强度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绩效产生抑制作用。从环境规制强度滞后二期和滞后三期的系数为负不显著来看，说明从长期考虑环境规制强度依然不利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绩效的提升。因此，我们认为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绩效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且从模型（2）控制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出，行业规模越小、外资水平越高、国有资产占比越低的行业更加不利于行业绩效的提升。
表2 污染密集型行业直接效应检验结果 (n=189)
	
	模型（1）
	模型（2）

	变量
	ERI→IP
	被解释变量IP

	ERIt-1
	-0.082**

(-1.615)
	
	
	-0.232***

(-2.617)
	
	

	ERIt-2
	
	-0.044

(-0.773)
	
	
	-0.157

(-1.787)
	

	ERIt-3
	
	
	-0.023

(-0.457)
	
	
	-0.115

(-1.430)

	ISC
	
	
	
	0.332**

(2.248)
	0.251*

(1.680)
	0.201***

(3.007)

	FDI
	
	
	
	-0.468***

(-2.796)
	-0.407**

(-2.388)
	-0.364***

(-3.099)

	PCR
	
	
	
	0.435**

(2.457)
	0.417**

(2.332)
	0.414**

(2.240)

	_cons
	0.552***

(14.854)
	0.548***

(12.088)
	0.546***

(14.741)
	0.427***

(6.199)
	0.430***

(6.174)
	0.429***

(6.584)

	R2
	0.786
	0.784
	0.784
	0.804
	0.799
	0.797

	模型形式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注：*、**、***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②两类创新的中介效应
基于表3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可知，模型（2）中环境规制强度回归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3）、模型（5）环境规制强度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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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说明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环境规制强度抑制了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其中对工艺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再结合行业规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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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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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6）、外商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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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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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1.048）显著，说明行业规模较大的、外资水平越高的行业更加注重两类创新的提升；模型（4）、模型（6）中两类创新回归系数也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image: image55.wmf]PTI

=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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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说明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两类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行业绩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又因为该模型中环境规制强度系数也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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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4），说明两类创新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根据中介效应计算公式可得，产品创新的中介效应大小为：-0.199*0.273/(-0.199*0.273-0.286)=15.963%；工艺创新的中介效应大小为：-0.305*0.101/(-0.305*0.101-0.324）=8.682%。可见，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中与工艺创新相比产品创新发挥的中介作用更大。
表3 污染密集型行业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n=189)
	
	模型（2）
	模型（3）
	模型（5）
	模型（4）
	模型（6）

	变量
	被解释变量

IP
	被解释变量PTI
	被解释变量PSI
	被解释变量IP
中介变量PTI
	被解释变量IP
中介变量PSI

	ERIt-1
	-0.232***

(-2.617)
	-0.199***

(-3.471)
	-0.305***

(-4.950)
	-0.286***

(-3.148)
	-0.324***

(-3.750)

	PTI
	
	
	
	0.273**

(2.222)
	

	PSI
	
	
	
	
	0.101***

(1.428)

	ISC
	0.332**

(2.248)
	0.509***

(5.346)
	0.606***

(5.909)
	0.471***

(2.967)
	0.308**

(2.207)

	FDI
	-0.468***

(-2.796)
	0.788***

(7.305)
	1.048***

(9.023)
	-0.253***

(-1.322)
	-0.386**

(-2.425)

	PCR
	0.435**

(2.457)
	0.032

(0.281)
	0.198

(1.608)
	0.443**

(2.328)
	0.634***

(3.660)

	_cons
	0.427***

(6.199)
	-0.110***

(-2.468)
	-0.150***

(-3.130)
	-0.397***

(-5.721)
	-1.806***

(-5.688)

	R2
	0.804
	0.952
	0.961
	0.810
	0.826

	模型形式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注：*、**、***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3.2.2 清洁生产型行业检验结果分析

①环境规制强度对清洁生产型行业绩效的直接影响
同样的，本文在探究环境规制强度对清洁生产型行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时，也分别考虑了环境规制强度的滞后一期、滞后二期和滞后三期。从表4的模型（1）、模型（2）可知，环境规制强度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无论从短期考虑还是从长期考虑，环境规制强度均对清洁生产型行业绩效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规模越小、外资水平越高、国有资产占比越低的行业更加不利于行业绩效的提升。
表4 清洁生产型行业直接效应检验结果 (n=126)
	
	模型（1）
	模型（2）

	变量
	ERI→IP
	被解释变量IP

	ERIt-1
	-0.045**

(-2.059)
	
	
	-0.235***

(-4.719)
	
	

	ERIt-2
	
	-0.095*
(-1.352)
	
	
	-0.236***
(-4.957)
	

	ERIt-3
	
	
	-0.231*
(-1.548)
	
	
	-0.231***
(-5.048)

	ISC
	
	
	
	0.326**

(2.748)
	0.307**
(2.597)
	0.302**

(2.563)

	FDI
	
	
	
	-0.327***

(-4.244)
	-0.318***

(-4.158)
	-0.316***

(-4.146)

	PCR
	
	
	
	0.137**

(3.484)
	0.143***

(3.641)
	0.144***

(3.675)

	_cons
	0.223***

(9.357)
	0.229***

(17.812)
	0.235***

(13.735)
	0.238***

(13.024)
	0.239***

(13.179)
	0.239***

(13.237)

	R2
	0.620
	0.620
	0.622
	0.668
	0.678
	0.681

	模型形式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注：*、**、***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②两类创新的中介效应
关于两类创新中介效应的检验，通过表5模型（2）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强度系数显著（系数-0.235），模型（3）、模型（5）环境规制系数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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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模型（4）、模型（6）中产品创新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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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工艺创新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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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显著，且环境规制强度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在环境规制强度影响清洁生产型行业绩效的过程中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但从系数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强度虽然激励了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但激励作用较小，还未能将环境规制强度对行业绩效的抑制作用转化为促进作用。
表5 清洁生产型行业检验结果 (n=126)
	
	模型（2）
	模型（3）
	模型（5）
	模型（4）
	模型（6）

	变量
	被解释变量

IP
	被解释变量PTI
	被解释变量PSI
	被解释变量IP
中介变量PTI
	被解释变量IP
中介变量PSI

	ERIt-1
	-0.235***

(-4.719)
	0.021**

(2.047)
	0.038***

(4.717)
	-0.039
(-0.378)
	-0.051
(-0.466)

	PTI
	
	
	
	1.520***

(4.209)
	

	PSI
	
	
	
	
	1.121***

(3.156)

	ISC
	0.326**

(2.748)
	1.075***

(24.413)
	1.015***

(14.074)
	-1.686***

(-2.967)
	-1.190**

(-3.055)

	FDI
	-0.327***

(-4.244)
	-0.161**

(-2.385)
	-0.024
(-0.448)
	-0.135
(-0.319)
	-0.354
(-1.600)

	PCR
	0.137**

(3.484)
	0.190***
(6.519)
	0.156***
(6.614)
	-0.664**

(-6.193)
	-0.549**

(3.660)

	_cons
	0.238***

(13.024)
	-0.093***

(-6.371)
	-0.088***

(-6.625)
	0.579***

(7.151)
	0.549***

(5.724)

	R2
	0.668
	0.987
	0.988
	0.695
	0.674

	模型形式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注：*、**、***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基于以上，我们发现由于行业异质性的存在，导致环境规制、两类创新与行业绩效三者的影响关系存在差异性。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环境规制强度不仅抑制了行业绩效的提升，也阻碍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的进步。而这个结论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提出的一样，政府的环境监管迫使企业投入大量的治理成本，而这些成本挤占了原有的创新投入，企业必须对现有产品和工艺进行调整，因此对经济效益产生抑制作用。而在清洁生产型行业中，环境规制强度虽没能对行业绩效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激励了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进步。且在环境规制强度影响行业绩效的过程中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均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这一结论与“弱波特假说”认为的一样，环境规制虽不能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但会刺激企业的技术创新。此外，不难发现，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环境规制强度对工艺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且与产品创新相比工艺创新发挥的中介作用也较小。这点也正如前文中提到的，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是导致企业污染的主要原因，而企业通过工艺创新对整个生产流程的改造，一方面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污染，减少排污成本。在实现清洁生产化的同时，还能树立企业绿色环保的形象，提升公众认可度。但又因为与产品创新相比，工艺创新投入较高，资金回笼周期较长，且离市场终端较远，难以即时得到终端消费者的认可。因此，对于注重短平快取得市场绩效的中国工业企业，特别是在公众环保意识逐渐增加的今天，对污染较严重的工业企业而言，产品创新在短时间内对行业绩效的贡献是要大于工业创新的。
4 结论和意义
创新能力决定了企业、行业乃至国家的发展。2020年我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如何在日益严格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实现环保、科技与经济的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因此，本文基于创新管理视角，探究“波特假说”在我国工业领域的适用性。截至目前，为验证“波特假说”成立与否，大量的文献针对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行业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但鲜有研究者将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通过对2008年—2016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收集分析，将我国35个行业，根据污染程度，划分为污染密集型和清洁生产型，将技术创新细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构建以两类创新为中介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波特假说”在不同污染程度行业中是否成立，探讨环境规制强度能否促进行业绩效。同时，深入探究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在环境规制强度对行业绩效影响过程中是否发挥中介作用。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环境规制强度对不同污染程度的行业绩效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其对行业绩效的抑制作用是长期存在的。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环境规制强度不仅抑制了行业绩效的提升，同样阻碍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的进步。而对于清洁生产型行业来说，严格的环境规制虽会抑制行业绩效的提升，但能够显著促进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的发展。由此可见，在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中“波特假说”不存在，而在清洁生产型行业中存在“弱波特假说”。

（2）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在环境规制强度影响行业绩效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不同。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来说，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均在环境规制强度与行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产品创新发挥的中介作用较大。而在清洁生产型行业中，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则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虽能大幅度提升清洁生产型的行业绩效，但由于环境规制强度对两类创新的激励作用较小，因此目前未对行业绩效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本文结合我国国情与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建议：一方面，政府在制定环保政策时，不应“一刀切”，不能一味的加强环境规制的强度，也需制定与行业、规模、产权特性等相匹配的补贴政策。并通过正确的引导方式，激励企业提升两类创新，通过补贴的方式弥补部分环保投入，从而提升行业绩效，促进行业的发展，也为2020年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各行业在制定行业发展规划时，应重视工业在环境治理体系与经济发展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识到两类创新对行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因此，在面临严格的环境规制时不应忽略对创新的投入，尤其是产品创新，从而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对行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创新能力的提升，从根本上解决排污问题，减少排污成本，增加绿色收益。

另外，本研究也存在两点不足：第一，由于面板数据的局限性，本文无法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更加细致的衡量；第二，在探究环境规制强度对行业绩效影响的过程中，未考虑区域的异质性。以上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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